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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沙尘暴的危害日益为广大民众、科研人员乃至政府决策机构所认识和重视，国内外针对中国北方

沙尘暴的气候特征已做了不少研究，特别是近 10 年来我国科研人员对沙尘暴的地理分布和时间（尤其是

年际和年代际）变化趋势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由于所使用的资料、方法不尽相同，各人所得的结论也存

在很大差异。迄今为止，我国乃至世界的沙尘暴仍然远未得到控制，沙尘暴研究领域内的未知课题还很多。

为了清晰地把握近年来我国沙尘暴的分布和变化趋势，有必要对前人的相关成果作一详细的回顾和总结。 

一、分布 
首先来看我国沙尘暴的分布状况及其成因。 

1 分布状况 

为了全面考虑沙尘暴发生、发展的每个环节及其相关成果，我们可从沙尘暴发生频次、沙尘源地、沙

尘暴爆发路径和传输路径及其影响或沉降地区等几个方面来讨论沙尘暴的地理分布状况。 

1）频数 

Qiu et al. (2001) 通过分析1971-1996年间的沙尘暴事件发现，中国北方有两个沙尘暴频发中心：一个

为以民勤和盐池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地及其周边地区；另一个为以

和田为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柴达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1]。钱正安等发现，1952～2001年间我国北方的

强沙尘暴多发区有：以民勤为中心的河西走廊；以和田为中心的南疆盆地、以拐子湖为中心的内蒙古阿拉

善高原、以伊克乌素镇为中心的鄂尔多斯高原、以及以朱日和为中心的浑善达克沙地；另外，分别以宁夏

盐池及内蒙古鄂托克旗为代表的宁、蒙、陕交界地带和青藏高原也是沙尘暴的重要活动区域[2,3]（有人对2003

年3月5日发生在拉萨的沙尘暴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青藏高原确实具备发生沙尘暴的所有条件[4]）；据估

算，内蒙古中西部的强沙尘暴几乎占我国北方总频数的2/3[2,3]。Shao & Wang (2003)发现塔里木盆地、内蒙

古中西部及河西走廊是我国2000-2002年间的沙尘暴频发区[5]。Shao & Dong (2006) 发现1998-2003年间中国

北方的强沙尘暴最多发生于内蒙古中西部，其次是河西地区和塔里木盆地；一般沙尘暴的分布形势与强沙

尘暴相似，但内蒙古和塔里木盆地的发生频次大为增加[6]。 

2003年周自江等利用中国681个测站的逐日气象观测资料，以天气过程为单元给出1954-2002年间的中

国北方典型、强沙尘暴序列。由于其使用的观测站点密、资料序列长，所得结果被广泛认同为最可靠且最

具代表性，部分结论还被写入中国科学院院士咨询报告[5,7,8]。他们认为，中国的典型、强沙尘暴事件主要

发生于南疆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和华北地区北部；单就西北地区东部而言，阿拉善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及

河西走廊的大部分地区是强沙尘暴的多发区域。若羌和民丰（南疆）最为频发，然后依次是和田、且末（南

疆）、民勤、安西（甘肃）、盐池（宁夏）和朱日和（内蒙古），以这些测站为中心形成多个高发区域。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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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河北中部的饶阳在20世纪50-70年代出现了9次强沙尘暴，最后一次出现在1978年4月15日；河南的郑州、

开封、许昌和山东的菏泽等地在60年代也发生过1-2次范围较大的强沙尘暴，这是我国东部出现的纬度最低

的强沙尘暴，可能与当时、当地裸露、干旱的沙地和干涸河床上裸露的淤积沙土有关[7,8]。 

2000-2006年间中国境内有两个沙尘暴频发中心，一为西北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其周边地区，另一

个为华北地区，其中包括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及洪善达克沙地[9]。 

其实，通过对比即可发现，尽管以上各位学者所用资料序列和分析方法不尽相同，但其所得中国北方

沙尘暴发生频率的空间分布图上描绘出的沙尘暴频发中心是相当一致的。下面我们即给出由周自江等(2003)

和Wang et al. (2007)所整理出的最具代表性的两幅图（图1和图2），前者代表2002年以前中国近半个世纪

的沙尘暴发生状况，后者则代表近几年的状况。 

 
图1 1954-2002年中国北方典型强沙尘暴的地理分布图[7] 

Fig. 1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ypical strong dust storms 

in North China during 1954-2002[7]. 

 

图2 2001-2006年间4种沙尘天气年平均日数的地理分布：(a)

浮尘；(b) 扬沙；(c) 沙尘暴；(d) 强沙尘暴[9]。 

Fig. 2 Distribution of annual mean days of four categories of 

spring SDS events from 2001 to 2006:(a) suspended dust;(b) 

blowing sand;(c) sand and dust storm;(d) severe sand and dust 

storm[9].

2）沙尘源地 

 

图3 中国沙尘源地地理分布图(1971～1996年)[1]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and-dust source lands in China (1971-1996)[1] 

钱正安等认为，强沙尘暴多发中心均位于西风带中，由此处沙尘暴送入大气的沙尘一般会在高空较强

偏西或西北气流的作用下，于一、二天后被输送到下风向的西北区东部、华北或华东地区，因此也可将它

们看作影响我国东部的主要沙尘源区[1]。从中国东北到中蒙边界再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大片区域是中国北

方的主要沙尘源区[3-6,8,10-12]（因干旱气候及大面积分布的沙漠、沙地和戈壁，蒙古国和华北之间的边境地

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气尘埃源区之一[5,13,14]），其中包括蒙古国南部、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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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布和沙漠、库姆塔格沙漠和毛乌素沙地[14,15]。另外，土地的大规模开垦，稀疏的低等植物和一些人工

林木将原有植被替代，土地翻耕使春季地表疏松、裸露，所有这些都是黄土高原成为沙尘源地的主要原因

[15]；青藏高原上沙尘暴频发，其细小尘粒极易被抬升并运送到西风急流区，这就使其成为远程传输沙尘的

重要源区[4,12]。 

Qiu et al.(2001)将沙尘源地定义为沙尘暴天气过程中第一天发生沙尘暴的所有地区中处于上风方向最

远处的地区，并将1971～1996年间发生在我国的所有沙尘暴过程分为外源型(约占15%)和内源型（约占70%）

两类，为了得到我国沙尘源地的空间分布图，将各气象站所在行政区成为内源型沙尘暴源地的次数分布图

与我国沙漠及沙地分布图进行空间叠加。结果表明，沙尘暴起源于沙漠及其周边地区，主要集中在塔克拉

玛干沙漠及其周边地区、准噶尔盆地南缘、河西走廊、内蒙古的戈壁和沙漠，以及青海的柴达木盆地等区

域[1]，与前述结论甚为相似（图3）。 

Zhang et al.(2007)通过分析2000-2006年间由MODIS监测到的中蒙沙尘暴过程，并结合NOAA

（HySPLIT）的模型模拟结果发现，由中国北方和蒙古国释放的可在大气中长期滞留的沙尘主要源于以下5

个区域：内蒙古中部沙地及蒙古国内的毗邻区域；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及与之相毗邻的蒙古南部的戈

壁沙漠；蒙古国南部及内蒙古北部的毗邻区域；黄河中游的沙地和沙漠地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区域。

其中，内蒙古和蒙古国的沙地和多石沙漠是当地的主要沙尘源区。虽然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尘也可能被抬

升到很高，且足以使其逃离封闭式山系然后向东传输，但这里的沙尘事件大多是局地现象，这就使得河流

的冲积扇区及干涸的湖面及河床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要沙尘源区（后见图5）[16]。 

综上所述，尽管沙尘暴频发地区与沙尘源地不能完全等同[6]，但两者在气候意义的空间分布上有很好

的一致性，而且至少在近30年来沙尘源地的空间分布并不存在明显的年代际变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孙

建华等采用集成沙尘天气预测系统对2001年4月6～10日、2002年3月19~22日2次强沙尘暴过程进行模拟分

析后发现，其沙尘源地除了蒙古国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甘肃和青海北部等，还包括河北北部和山西东北

部区域[12]。 

 
图4 沙尘暴进入中国的入侵地点及次数分布图(1971～1996年)[1]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and-dust storm intruding areas into China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times during 1971～1996[1] 

3）爆发路径 

一般认为，引发中国北方沙尘暴的冷空气路径主要有3条：贝加尔湖附近形成的冷空气向南通过蒙古

国进入中国常常会在华北戈壁地区引发沙尘暴；由西北方向来的冷空气会在河西走廊和华北戈壁地区引发

沙尘暴；西路冷空气不仅会在河西走廊和华北戈壁地区引发沙尘暴，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上沙尘暴的重要

促发因子。其中西北路径最为常见[15]。Qiu et al.(2001)发现，入侵我国的沙尘暴路径主要有2条，其一为由

泰米尔半岛→西伯利亚中、西部→蒙古地区→新疆东部及内蒙古地区、直到华北地区的北路路径，其二为

由西北欧→西西伯利亚→新疆西部地区→河西走廊、柴达木盆地、再到河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的西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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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的沙尘暴沿着西起新疆东部的哈密, 东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中蒙边境入侵我国，西路沙尘暴的入侵

地点则集中在塔里木盆地西北侧的喀什至阿克苏一线和北疆伊宁至克拉马依一线(图4)；前者爆发次数较

多，约为后者的2倍，但后者的影响范围较大[1]。 

4）传输路径 

Shao & Dong (2006)发现我国北方有两条明显的沙尘输送通道：一条位于河西走廊，沿着祁连山从西

北向东南一直延伸到青藏高原东北部，它由巴丹吉林沙漠出发，到甘肃玉门以北，再穿越腾格里沙漠，途

经西安，直到信阳附近，这条沙尘带充分反映了地形对沙尘输送的重要影响；另一条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出发，穿越乌兰布和及毛乌素沙漠，最后到达开封[6]。从冬季到春季，青藏高原沙尘暴的移动路径会随西

风急流的北移而在高原上由南渐北[4]。 

钱正安等指出，中蒙中、东区的沙尘暴则常常会因对应的低空环流型在1、2天后将沙尘东传到我国东

部沿海、韩国及日本地区：若蒙古或日本海气旋盛行，则沙尘易向华北、韩国及日本输送；若东亚低槽发

展，则沙尘易向东南沿海及台湾输送。他们还发现，中蒙地区的沙尘常以6～12m s-1的平均速度随850hPa

的平均风向移动[17]。  

张高英等专门针对我国2000-2002年间的强沙尘暴将沙尘传输路径分为偏西路径（沙尘天气或起源于蒙

古国西南部或南部的戈壁地区，或起源于内蒙古西部的沙漠地区，或起源于新疆北部戈壁和沙漠地区，然

后沙尘主体在偏西气流作用下向偏东方向移动，主要影响我国西北、华北，乃至东北西部和南部地区）和

西北路径（沙尘天气源于蒙古国或内蒙古西部，在西北气流作用下沙尘主体向东南移动，或先向东南、后

随蒙古气旋北上转而向东北移动，主要影响西北、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时还会影响黄淮及江淮等地），

并指出以西北路径居多[14]。 

 

图5 2000-2006年间MODIS监测到的中蒙沙尘暴源区（用1-5的整数表示）及传输路径（用不同颜色的箭头表示）[16] 

Fig. 5 Dust sources and transport pathways identified by MODIS: 1, sandy lands in central Inner Mongolia and the adjacent area of 

Mongolia; 2, Gobi Desert in western Inner Mongolia and neighboring areas in Xin Jiang, Gan Su, and southwestern Mongolia; 3, 

Gobi and sandy deserts of western Inner Mongolia and adjacent areas of southwestern Mongolia; 4, sandy lands and deserts along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5, rim of the Taklimakan Desert. Colored arrows show the paths of dust transport from 

Mongolia and northern China, derived from time-series satellite images and the NOAA HYSPLIT model[16] 

2000-2006 年间的 MODIS 监测结果显示，内蒙古科尔沁沙地是太平洋沙尘的重要源区[16]，其传输路

径主要有 2 条：或向东爬越大兴安岭到达太平洋；或向东南翻越阴山和太行山，穿越渤海和朝鲜半岛，直

到日本海甚至更远[15,16]。内蒙古阿拉善高原和甘肃西北部的戈壁、沙地，以及一些干涸的湖面和河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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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释放的重要源区，其传输路径主要为或向东翻越阴山传输到远方，或沿着河西走廊到达黄土高原[16]。

源于内蒙古北部多石沙漠的沙尘常常因经过东南方向上遍布沙漠和沙地的黄河中游而变浓，然后被输送到

很远，甚至可抵达太平洋乃至北美地区[15,16]。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尘主要释放于沙漠边缘，特别是其东北

缘区位于沙漠和冲积扇区之间的干涸河床及盐碱土地上，这些沙尘虽然也可能被抬升到 5000m 以上的高

空，从而被西风急流输送到太平洋乃至北美地区[15,16]，但由于其特殊地形，进入盆地的冷空气受阻，大气

中的沙尘不能很好通风，塔克拉玛干沙漠释放的大量尘土很难输送出盆地，其沙尘主要沉降于塔里木盆地

南边、昆仑山南坡及河西走廊一带[3,14,16,17]（图 5）。此外，ENSO 事件会影响沙尘的传输路径，在厄尔尼

诺年路径北移，在拉尼娜年路径则南移[19]。 

5）影响地区及沉降分布 

对 1960-1999 年间中国沙尘暴气候的分析表明，由中国北方的戈壁沙漠释放的沙尘一般只能被抬升到

3000m 以下的高度，并主要沉降于黄土高原、中国东南部及近海区域乃至北太平洋邻近洋面，与沙尘传输

路径相平行，沉降区从黄土高原出发，由西北到东南有沉降事件逐渐减少的趋势[15]；由塔克拉玛干沙漠释

放的尘土则能被抬升到 5000m 以上的高空并被西风急流传输到 5000km 以外的北太平洋远海区域，因此塔

克拉玛干沙漠并非黄土高原等附近区域沉降沙尘的主要来源，却是远太平洋北部沙尘的重要源区[15]，这与

其它研究人员所得大多源于此处的沙尘又沉降回沙漠内部的结论有所不符[9]。另外，强上升气流可将青藏

高原上各种尺度的尘粒抬升到大气中不同的高度，较粗的粒子大多以黄土的形式沉降到高原东部，细小粒

子则被西风急流传输并沉降到北太平洋[4]。也有研究表明，中国的沙尘粒子能够被输送到欧洲、北非甚至

北美地区[5]。值得注意的是，2000-2006 年的观测结果表明，浮尘天气在黄土高原上并不多见[9]。 

6）日变化、月变化、季节变化 

 
图6 风速关键区(51～61N，67~97E))和沙尘暴多发区(37～45N，81～118E)区域平均600 hPa风速与强沙尘暴日数的年变化[20] 

Fig. 6 Multi—year mean annual cycles of severe dust storm frequency and 600 hPa wind speeds respectively averaged for the 

key area (51～61N，67~97E) and the frequent—occurrence area(37～45N，81～118E)[20] 

我国北方的强沙尘暴主要发生在春季3-5月的午后至傍晚间[2,3] ,特别是4月份最多, 冬季12-2月次多，

7～10月最少（图6，这是由于春季北方气温回暖，地表解冻，土壤裸露，降水稀少，风速加大，天气系统

强而复杂，所有这些均易于起沙，而夏、秋季节风速减弱，降水增加，植被繁茂，地表裸土大为减少；冬

季虽然也多强风，但地表或被冻结，或被冰雪覆盖，且夏季降水异常增多可使土壤水分保持到春季，这样

沙尘就很难被吹离地表[1,5,7,8,20]），有研究表明，甘肃河西走廊2000年的沙尘释放面积由冬春季的70,000 km2

下降为夏秋季的58,000 km2 [21]。此外，河西走廊地区沙尘暴频次在9月达到最小；南疆盆地则是在5月最多，

在12月达到最小；北疆的沙尘暴最多也发生在5月，其次是4月和6月，最少是在1月；青藏高原则在2～3月

份沙尘暴最多[1,3,6,7,22,23]。造成沙尘暴日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下午近地层增温，大气层结不稳定，上升气流

增强，上下层空气易于交换，不仅直接利于沙尘向上输送，也利于高空动量向下传递，使地面风速加大，

从而间接利于地面起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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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布原因 

以下我们就中国北方的地表状况、气候状况及环流形势来讨论沙尘暴地理分布的决定性原因。 

1）地表状况 

沙尘暴是沙漠及其邻近地区特有的一种自然灾害, 是土地荒漠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世界 4 大沙尘暴区

中亚、北美、中非和澳大利亚都与严重的荒漠化区相联系，我国北方地区也不例外，沙漠或沙地及其周边

地区一般更易发生沙尘暴，而那些非沙漠或沙地的区域沙尘暴明显减少[1]。王式功等也指出，沙尘暴主要

发生在与北方沙漠及沙漠化土地相联系的极干旱、干旱和半干旱区内[22]，这些地区一般降水很少、气温却

很高[24]。1954-2002 年, 中国北方 223 例典型强沙尘暴事件与分布在强冷空气路径上的沙漠和沙地密切关

联[7]。劲风和大面积的潜在沙尘释放土地使河西走廊成为中国冬春季沙尘暴最为频发的地区之一[21]。塔克

拉玛干、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毛乌素和库布齐等沙漠及其及浑善达克沙地边缘地区都是我国的

沙尘暴多发区[2,3,8]。随着土地荒漠化的面积有增无减，沙尘暴将遍布我国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的 9 个省、

区[1]。 

大尺度山脉如大兴安岭、太行山、秦岭及天山等，都对沙尘暴有明显的拦阻作用[1]。比如，塔里木盆

地周围基本全是数千米以上的高山，只在东边有一个很窄的出口，这就使盆地内盛行弱风。但其东部和东

南部会刮起足以引发沙尘暴的强东北风，且来自东部和北部的气流会在南部发生辐合。这种环流会为持续

不散的浮尘创造条件，这种地形又使沙尘很难运送出去而大部分降回盆地，结果使得沙尘浓度很高的塔里

木盆地不能成为全球大气尘埃的重要源区，与戈壁地区不同，后者释放到空气中的沙尘会通过平流作用输

送到下游地区，因而尽管其沙尘浓度较小，但作为沙尘源区要比塔里木盆地的贡献大得多[6]。 

此外，与其它土壤相比，含有粘土的疏松沙质土壤上更易发生沙尘暴，也就是说，土壤类型也是影响

沙尘暴分布的重要影响因子[24,25]。 

2）气候状况 

我国北方春季干旱少雨，气温偏高，冷空气活跃，为沙尘暴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气候背景[14]。比如，塔

里木盆地的年降水量只有 20mm，地表干燥，植被奇缺，其起沙临界风速（约 4m/s）远小于戈壁地区(约

7m/s)[6]。另外，沙尘暴常因特定环流型下爆发的大范围强冷气流所致。易使我国西北地区产生沙尘暴的主

要环流形势有：经纬环流调整，冷锋活动，低空东风急流，中尺度系统等[14]；华北地区的沙尘暴则与锋面

系统、蒙古气旋及西伯利亚的寒潮密切相关[5,6,15,26]。蒙古气旋加冷锋后的大风就是 2000~2002 年春季我国

北方强沙尘暴频发的主要动力因子[14]。钱正安等进一步指出，中蒙地区沙尘暴爆发的环流主要有低压冷锋

型和低压、冷锋加中尺度系统的强对流型两类[2,3]。中蒙中区(包括北疆、河西、内蒙古中、西部及蒙古国

西部和南部)的沙尘暴常由地面蒙古低压加冷锋诱生；中蒙东区(包括蒙古国东部及华北北部)的沙尘暴常由

日本海及我国东北的低压加冷锋系统诱生；中蒙西区(包括南疆及柴达木盆地等)的沙尘暴则常由南疆低压

加冷锋诱生[6,17,27]。青藏高原上的沙尘暴是冬春季高空副热带西风急流北进的产物[3]。而 1993 年 5 月 5 日

发生在金昌的特强沙尘暴则由低压加冷锋和干飑线的强对流过程所引发[17]。 

3) 环流状况 

沙尘暴多发区正好位于冬、春季入侵我国的西路、北路、西北路及东北路冷空气通道上[1]，有的地方

还会因地形作用而使局地风力加强[1,3,14,15]。比如，河西走廊、阿拉善高原及南疆南缘地区就位于西路和西

北路冷空气通道上，年降水量小，沙尘暴频繁发生（一年四季均有）；华北一带（内蒙古中部）常常因北

路冷空气的影响频繁爆发沙尘暴[2,15]；2～3 月份青藏高原则会因北进过程中高空副热带西风急流的影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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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沙尘暴[3,14]。钱正安等进一步指出，中蒙东区在强沙尘暴年，其春季中国东北或日本海一带低压盛行，

偏东的北路及东北路冷空气常常入侵该区，并将蒙古国东部的沙尘带到中国的华北地区，但在弱沙尘暴年，

春季日本海及东北低压则很少出现；中蒙中区在强沙尘暴年，春季盛行蒙古低压，常常入侵该区的是西北

路及偏西的北路冷空气，使中蒙边境区域沙尘暴频发，而在弱沙尘暴年，春季环流形势则相反；中蒙西区

在强沙尘暴年春季常常盛行南疆热低压，西路冷空气会频频入侵，并在南疆及柴达木盆地诱发沙尘暴，其

弱年春季则相反[17]。塔里木盆地情况较为复杂：从东部入口入侵的强东北气流会使盆地东部和东南部受到

影响；翻越天山的强北风会影响盆地北部地区；当地山谷风、对流系统也会导致沙尘事件的发生[6]。 

极涡活动及其所在位置与我国的冷空气活动密切相关。极涡位置异常偏东会使极锋锋区相对偏南，中

纬度短波槽脊活动频繁。当这类槽脊南下并发展加深时，常引导极地冷空气南下，在我国北方造成大风天

气，并在有利的地表条件下引发沙尘暴[14]。海气相互作用也会影响我国西北地区的沙尘暴，其征兆可以出

现在沙尘暴发生前的几个月乃至 1～2 年。当加利福尼亚海温偏低、黑潮及北温带海温偏高时，纬向环流

较弱，经向环流较强，我国西北地区冷锋活动频繁，冬春季气温偏低、沙尘暴活动频繁[28]。且拉尼娜事件

期间由寒潮大风引起的强沙尘暴会在我国北方频繁出现[20]。 

二、趋势 

沙尘暴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一直是科学家关注的重点，以下我们来分别探讨我国北方整体及各分区沙

尘暴的年际及年代际变化特征及其成因。 

1 年际及年代际变化状况 

1）总体 

 

图7 1954-2002年中国北方典型强沙尘暴频次的年际变化[7] 

Fig. 7 The year-to-year variation of typical strong sand dust 

storm frequency during 1954-2002 for North China[7] 

 
图8 2000-2006年间由MODIS监测到的沙尘暴频次[16] 

Fig. 8 Dust events observed by MODIS during 2000-2006 in 

East Asia[16]

我国北方平均每年约出现 6 次强沙尘暴，上世纪 50-70 年代最多年份可达 13、14 次[3]。50～90 年代各

年代的频数依次是 48、68、89、47 和 36 次。50～70 年代沙尘暴频数波动增加，70 年代达最高，80～90

年代明显减少，1998 年(特别是 2000 年)后突然增加，2003～2005 年急剧减少[2,3]，2006 年又大幅增加（图

7 和 8）[16]。周自江也发现，1954-2002 年 49 年间中国北方强沙尘暴频次以 20 世纪 50 年代最多，60-80

年代中期年际波动较大，但并无明显的变化趋势，90 年代最少，但 2000-2002 年又相对增多[7]。范一大等

则将中国沙尘暴天气年代际变化的总体特征总结为：上世纪 50 年代呈增加趋势，60-70 年代沙尘暴发生频

繁，1966 年频数达到峰值，80 年代开始下降，90 年代在减少中有所回升，进入 2000 年频次又明显增加，

但大部分站点没有超过历史均值[29]。其实，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年均沙尘事件频次在 1980-1997 年间显著下

降，然后在 1997-2000 年间有所回升，其强度也在近年来有所增强[6,24,29]。西北地区东部尤其与北方整体的

变化趋势相合：50 年代强沙尘暴约在每年 2-5 次的水平上波动，60、70 和 80 年代前期平均每年 1-3 次，

80 年代中后期和 90 年代的多数年份在 2 次以下，2000 和 2001 年又上升为 3-4 次；且强沙尘暴的发生次数、

持续时间和覆盖范围以 20 世纪 90 年代最少、最短和最小，其原因可能与大尺度气候背景有关，也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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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采取的生物措施（如植树造林）及工程措施（如宁夏的固海扬水灌溉工程）使局地地表植被状况有所

改善有关[8]。 

另外，1993-1999 年间东亚沙尘暴局限于蒙古国南部、巴丹吉林沙漠和黄土高原西部，到了 2000-2003

年，沙尘暴频发地区明显向东扩展，华北平原、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均有沙尘暴频频爆发；沙尘暴频次

增幅最大的地区正是作为常年沙尘暴频发区的蒙古国南部、巴丹吉林沙漠和黄土高原西部。沙尘暴的这种

时空变化很好地对应于地表强风的相应变化[13]。观测事实表明，2001 和 2006 年的沙尘事件比 2002-2005

年间的任何一年都发生得频繁，其影响区域也更为广泛；在 2001-2006 年 6 年间，作为沙尘源区，中国西

北地区表现得较为稳定，华北地区却变化剧烈；近几年沙尘事件的频发中心与 1960-1999 年相比似乎有所

北移，黄土高原也不再是重要的沉降中心[9,15]。 

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强沙尘暴的平均持续时间最短, 比其他年代约短 0.5-1h[7,8]。 

 
图 9 中国沙尘暴频发地区的分区示意图[22,23] 

Fig. 9 The diagram of divisional distributions of the areas where dust storms occur frequently in China 

 (Label ‘‘Latitude’’along the ordinate and ‘‘Longitude’’ along the abscissa)[22,23] 

2）分区 

生态环境及其恶化程度的地域差异会使各地沙尘暴的年代际变化特征各不相同[2,3]。1971-1996 年间中

国大部分地区的年沙尘暴频数明显下降，但位于青海省西北部的冷湖地区及其东北部的海北州，年沙尘暴

频数则有所上升。在青海西南部的沱沱河地区及其东南部的海南州和果洛州，内蒙古西部的巴丹吉林沙漠，

腾格里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及其东部的苏尼特右旗、二连浩特和阿巴噶旗，以及北京的年沙尘暴频数却没有

明显的增减趋势，据报道，近年来这些地区在人工灌溉作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下，其植被和地表结构

受到严重破坏[1]。1961～2000 年间浑善达克沙地东部的沙尘暴日数在减少，西部沙尘暴却因下垫面条件的

持续恶化而呈波动增加态势[30]。1951-2002 年间内蒙古农业区沙尘暴频次的下降趋势就比草原区和荒漠区

明显, 且农牧交错区沙尘暴的年际变率较大[29]。同时，在我国北方沙尘暴总体减少的情况下,有四个小区域

却呈增加趋势：以昭苏为中心的北疆西部、以芒崖为中心的青海西北部、以兴海为中心的青海东部以及以

朱日和为中心的内蒙古中部[29]。 

大气环流的地域差异也是导致各地沙尘暴年代际变化特征并不相同的重要因素[2,3]。中蒙地区三分区沙

尘暴的年代际变化就不一样。过去50年中蒙中区沙尘暴盛行,有时中、西二区系相互结合。 而到了2000-2001

年中蒙东区沙尘暴开始盛行, 中、西两区的沙尘暴却在减弱[3,17]。南疆等大部分地区的春季沙尘暴日数在20

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发生了由多到少的转变,与北半球大气环流的调整基本上同步，可能是对后者的响

应[31]。 

Qian et al.(2004)通过对 1954-1998 年间中国北方各测站的年沙尘暴日数进行 REOF 分析，得到 5 个沙

尘暴频发区域：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尘暴大多出现在 1980 年代，到了 1990 年代已不再频繁；内蒙古东部



9 
 

的沙尘暴以 60 年代中期最为频繁，之后呈减少趋势；柴达木盆地从 60 年代中期沙尘暴就开始减少，并表

现出很大的年际变率；青藏高原沙尘暴频次的变率较低，但同样表现出下降趋势；黄河上游戈壁地区 70

年代沙尘暴频繁发生，之后也呈减少趋势[32]。 

通过对1954-2000年间中国北方338个测站的春季沙尘暴频次进行聚类分析，王式功等将我国沙尘暴区

域划分为7个亚区（图9）：北疆区（包括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在内的天山以北和阿尔泰山以南的区域），南疆

区（包括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及其邻近区域），河西区（以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为主体，包

括祁连山以北、贺兰山以西的区域），柴达木盆地区（以柴达木盆地为主体，包括祁连山以南至巴彦克拉

山脉以北的区域），河套区（贺兰山以东、太行山以西的区域，包括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

沙地），东北区（太行山以东至东北的半干旱区，包括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和呼伦贝尔沙地），青藏

区（青海南部至西藏东北部，巴彦克拉山脉以南和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区域）[22,23]。分析表明，1954-2000

年间各区域的平均年沙尘暴频次一致在波动中下降，1950年代中期是沙尘暴最为频发的时段，之后开始下

降，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南疆区和河西区的下降尤为迅速，直到1997年达到最低，1998年沙尘暴频

次开始回升[22,23]。7个分区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与其它6个区相比，北疆区的沙尘暴日数一直较少，1960-2000

间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20世纪80年代的突然增加尤为显著；南疆区等其它6个区的沙尘暴日数都是在60-70

年代偏多, 80-90年代偏少，南疆区、河西区和东北区的沙尘暴约在80年代初就开始明显减少[22,23,31]；另外，

北疆区的沙尘暴日数主要表现出5.8年和2.8年的周期, 南疆区的主要周期则为5.3年和2.2年, 河西区为4.1年

和2.4年, 柴达木区为4年和2.4年, 河套区为2.6年和5.3年, 东北区为3.1年和2年，青藏区为7.7年[31]。 

2 年际及年代际变化原因 

下面我们就我国北方近年来的沙漠化状况、气候变化趋势及环流调整来回顾、分析沙尘暴的年际和年

代际变化成因。 

1）世纪尺度 

敦德、马兰和崇测等冰芯记录和红缄淖湖泊记录表明，中国北方 20 世纪上半叶以来，近百年沙尘天

气频率的减小趋势与中国北方降水的总体增加和可能由全球变暖所致西风环流强度的减弱密不可分[18]。对

相关冰芯、树轮和历史档案的分析表明，中国北方干旱地区东部和半干旱地区的沙尘暴频数在年代际尺度

上与气温和降水之间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在世纪尺度上，与气温相比，降水与沙尘暴之间的相关更为密

切；而在西部干旱地区，降水和气温均是世纪尺度上沙尘暴发生的重要调控因子，另外，春季西伯利亚高

压的强度可能是决定中国北方沙尘暴事件能否频发的动力条件[33]。  

2）近年来的沙漠化地表状况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1951-1995年间我国北方沙区总体气温也在明显升高 (沙区气温每10a约上升

0.3℃)，降水却变化较小：东部沙区气温升高、降水减少、湿润度下降幅度最大，暖干化趋势最明显；塔

里木沙区气温变化平稳、降水及湿润度略增；其他沙区气温略升、降水略减、湿润度略降，呈弱的暖干化

趋势。与之相对应，我国北方沙区沙漠化土地增多，且主要发生在东部沙区[34]。近50年来我国北方荒漠化

区的生态环境治理虽在局部地区卓有成效，但从整体上看，迫于人口增长及粮食增产等的压力，沙尘暴多

发区普遍存在过垦、过牧、过樵、过采地下水以及滥挖药材等现象，荒漠化面积还在扩大。这正是中蒙地

区50～70年代沙尘暴频次波动上升的重要原因[2,3]。1996-2000年间，甘肃河西走廊在水资源较为缺少的条

件下，大量开垦沙地使之成为农田和葡萄园，结果使沙尘释放面积虽有所下降，但受风蚀威胁的土地面积

却有所增加，这就使得2000-2003年间该地区的沙尘暴日数有所上升[21]。应用最新的中国沙漠化地图和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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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化防治情景对2001年东亚沙尘暴分布的自然和人为因子进行分析后发现，尽管与1950年代相比，中国的

沙漠化总面积只增加了2%–7%，但沙尘暴的潜在发生地却大为扩展：在同样的气象条件下，依照当前的沙

漠化程度，新增沙漠区域将达到原面积的15-19%，并使沙尘暴的发生频率可能增加10-40%；在大多数拥有

200-400mm年降水量的区域修复植被能够使地表沙尘浓度降低10-50%[35]。目前人类活动所致中国北方沙漠

化面积的加速扩大将是沙尘天气大规模发生的巨大隐患[18]。 

3）气候原因 

就近半个多世纪的年际变化而言，中国北方的春季强沙尘暴活动与前期夏季降水有着紧密联系[20]。

1970年代中国北方的沙尘暴频发与降水偏少表现得非常同步[15]。在1965一1975年间，内蒙古地区干早少雨，

其特强沙尘暴在20世纪60年代多达16次；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河西及南疆地区沙尘暴频次明显减少也与

同期当地降水偏多有关，南疆地区相应春、夏季降雨量的平均增长率分别可达41%及30%左右[2]。塔克拉

玛干沙漠1960-2005年间同期和前期降水与沙尘暴频次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36]。北方大多数测站沙尘暴频

数与前冬降水间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5]。 

大风减少是戈壁地区乃至整个北方沙尘暴减少的重要原因[19]。塔克拉玛干沙漠1960-2005年间风速和

大风日数与沙尘暴频次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743和0.72[36]。我国东部张北的大风日数与沙尘暴日数有

较好的对应关系[2]。民勤地区在4-5月平均出现5天以上大风的20世纪50及70年代，平均强沙尘暴频数分别

达12及9次；而大风日数明显较少的60、80及90年代，则分别仅出现了2、4、2次强沙尘暴；大风日较多的

2000年3-5月沙尘暴也多[2]。西西伯利亚一带的高空风速是影响中国北方强沙尘暴活动的关键因子：沙尘暴

日数与西西伯利亚地区(51~61°N，67~97°E)各层风速间存在着很高的正相关，尤与600hPa风速相关最高，

强沙尘暴发生3天前西西伯利亚地区往往会出现异常大风[5]。当地地表风速的加大和年降水量的减小都是

2000-2003年间东亚沙尘暴异常增多的重要原因[5]。 

沙尘暴频次与植被覆盖、土壤水分间也存在着高相关。1982–2001年间华北和蒙古国及其周边地区春

季植被指数和前期年降水量的变化步调相当一致，它们与沙尘暴频次间的相关系数均存在着较高的负相关

[5,24,32]。地表的湿润状况至少能够部分解释内蒙古北部沙尘暴的长期减少[37]。Liu et al.(2004)通过分析

1982-2001年间中国北方春季沙尘暴频次与当地及周边地区的降水量、地表植被指数和土壤水分间的相互关

系发现,中蒙边界附近广大地区的夏季降水异常决定着当地同季的土壤水分状况和来年春季的植被状况，从

而决定着那里当地沙尘暴频次的分布状况[5,20]。 

Yoshino (2002)却将华北春季沙尘暴频次的总体下降趋势归因于全球增暖[5]。1960-2005年间塔克拉玛

干地区气温与沙尘暴频次间的相关系数为-0.443[36]。 

4）环流原因 

20世纪70年代末全球大气环流发生了明显的年代际变化，作为东亚冬季风系统的主要成员，与前20年

相比，500hPa东亚大槽强度明显减弱，位置约东移4个经度，导致东亚冬季风减弱，近20年内连续出现了

14年暖冬，这正是80、90年代冬春季沙尘暴远少于60、70年代的重要原因。与历史时期一样，近年来也是

冷空气活动多而强的冷冬年沙尘暴更频繁。2000年3-5月，500hPa东亚大槽平均位置正常，强度偏强，乌拉

尔山脊也偏强，中、高纬度环流经向度加大，冷空气频频南下，从3月中旬至5月上旬的50余天中共有14次

冷空气活动，并在内蒙古中、西部及河西等地引发了5次强沙尘暴；2000/2001年冬季为冷冬，2001年春季

亦多大风多及沙尘暴[2]。 

中国北方的沙尘暴频数与寒潮和气旋的活跃程度直接相关[3,5,32,24]。Qian et al.(2002)指出，中国沙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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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的减少应归因于经向气温梯度的减小和由此所致华北气旋活动的减少[5]。钱正安等发现，随着亚洲地

区 850hPa 高度距平场上负距平区的范围缩小到蒙古中部(即蒙古气旋盛行并增强)，在西北路或北路冷空气

频繁入侵的情况下，中蒙中区的沙尘暴活动不断增强，于 70 年代达到其最强期；80～90 年代间，由于全

球增暖，中蒙边界地区增暖显著，其等压面明显升高，蒙古气旋迅速减弱，并多转为蒙古脊，使中蒙中区

的西北路或北路冷空气活动明显减弱，沙尘暴也大为减少；2000～2002 年春季中蒙脊依然存在，中区及西

区的沙尘活动仍在减弱，但因日本海及东北低压盛行，北路及东北路冷空气异常入侵，使中蒙东区的沙尘

暴有所增多；2002 年(特别是 2003～2005 年)春季日本海气旋急剧减弱并转为脊区，中蒙三区系的沙尘暴

活动都有所变少[3]。  

海温作为大气环流的外强迫条件，也能较好地解释20世纪80一90年代沙尘暴活动减弱和近期又明显加

强的事实：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偏高，会使冬春季东亚大槽偏东偏弱，从而使东亚冬季风减弱、沙尘暴

活动减少；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偏冷，结果却相反[28]。 

综上所述，2000～2002 年沙尘暴频次高、发生时间提前、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影响范围广[38]，主要

原因可能有：1) 中国北方干旱加剧、土地利用不合理、荒漠化严重、戈壁沙漠有所扩展；2) 在沙尘暴发

生季节，中国北方降水明显减少，气温偏高且回升迅速，使地表解冻、土层疏松；3)蒙古气旋频繁活动，

气旋冷锋后又多大风；4）拉尼娜事件使东亚冬季风加强加频；5）北半球极涡中心偏向于东半球，中国北

方的冷空气活动更加频繁[14,38]。 

3 趋势预测及治理建议 

考虑到近年海温及冬、春季东亚大气环流似已出现了新一轮的年代际变化，也考虑到西北及内蒙古中

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至今仍未得到有效扼制，过去生态环境恶化的滞后影响还在起作用，再加上全球

增暖会使春季地表解冻期提前，以及近两年沙尘暴活跃的势头，估计我国的沙尘暴活动可能已进入新一轮

活跃期[2]。由于全球增暖仍将持续，中蒙边境地区仍是亚洲陆上冬、春季的主要增暖中心，未来蒙新脊仍

将维持，中蒙中、西区的沙尘暴可能仍持续偏弱；但因日本海低压时而加强时而减弱，故应密切注意中蒙

中、东区(特别是东区)未来沙尘暴活动的变化[3,17]。  

沙尘暴是荒漠化环境和气象条件相结合的产物。防御沙尘暴重点要抓沙尘暴多发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及

沙尘暴预警系统的建立，治理措施要因地制宜，春季(特别是午后) 应是沙尘暴监测的重点季节[3]；另外，

要加强沙尘暴爆发和沙尘输送的数值预报和模拟研究[3]。  

就环境治理而言，以河西走廊为例，为了减小其风蚀危险，可依据当地水资源的分配情况实施退耕还

林还草以修复植被，还当使用新兴的耕作技术代替传统的农耕方法，不再在秋收后对土壤实行深层次犁翻。

实验表明，秋收后不对农田实行犁翻并保留薪茬和其它作物残余，不仅有利于保护土壤使之不受风蚀，还

能通过更为有效地保持土壤水分而增加来年作物的产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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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别是近 10 多年来，中外科学家对近半个世纪中国北方沙尘暴的地理分布和时间变化趋势作了大量工作，为了在借鉴

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握现在和将来中国北方沙尘暴的发生、发展规律，本文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分析和

总结：首先在气候意义上进一步阐明了我国沙尘暴发生频数、沙尘源区、爆发路径、传输路径、沉降区域等的地理分布状况

及其形成的地表、气候和大气环流成因；然后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沙尘暴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特征及其区域性差异，并

就荒漠化、气候变化及环流演变三方面给出其可能的形成原因；最后提出几点沙尘暴预测和防治的建议。 

关键词：中国北方沙尘暴；地理分布；变化趋势；地理、气候和环流成因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tendency of the dust storm frequency in 

North and Northwest China for the recent nearly half a century 
 

Abstract 
 

A lot of efforts have been done on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variation trend of the dust storm frequency in North 

and Northwest China during the last half century, especially since 10 or so years before.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regulations for dust storms in China in the near and far future based on the previous successes, this paper has aimed 

to review, analyze and summarize in detail those relevant achievements obtained by inland and abroad scientists. Firstly, the climatic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of the happening frequency, sand and dust sources, outbreak way, transport route and deposition areas of 

dust storms in China have been further elucidated with their causes such as surface conditions, climatic factors and atmospheric 

circulations. Secondly, the yearly and decad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ust storm frequency in China and their differences 

from area to area have been summarized for the last half century or so, focusing on the desertification land, climate change and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modification in North and Northwest China to explain all the involved phenomena;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have been given on the prediction and restriction of dust storm in China. 

Key words: dust storms in China;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variation tendency; geographical, climatic and circulation factors 

 


